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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情绪调节理论，以暴力犯为被试，通过 2项研究探究了情绪在攻击产生过程

中的作用。研究 1采用改编的反应时竞争范式测量个体攻击行为，结果发现，情绪调节动

机在负性情绪与攻击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证实了负面情绪状态下，暴力犯会为了调节情绪

而实施攻击。研究 2进一步表明，攻击的确能起到调节情绪的作用。具体来说，在暴力犯

群体中，实施反应性攻击之后，会伴随着正性情绪的提升和负性情绪的下降；实施主动性

攻击之后，个体的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都会提升。文章从对攻击结果的预期和攻击的实际

效果两个角度，对攻击的情绪调节理论进行了验证，为情绪在攻击产生过程中的作用提出

了新的解释。今后的研究和实践过程中，应设法避免个体通过攻击调节情绪，引导其使用

合理的方式调节情绪以减少攻击行为的产生。

关键词 情绪调节理论，负性情绪，正性情绪，攻击，暴力犯 

1 前言

近年来，尽管我国的暴力犯罪比例逐年下降，但极端暴力事件频发，严重危害着社会

公共安全(靳高风 等, 2019)。同时，暴力犯给监狱内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隐患。攻击是一种

典型的反社会行为(Anderson & Bushman, 2002)，与一般人群相比，罪犯群体中的反社会人

格障碍比例较高(蒋奖，许燕, 2007; Raine, 2018)，其中暴力犯与攻击行为的关联最为密切。

因此，相比于大学生等正常人群，暴力犯更适合作为攻击领域研究的被试，获得的结果也

更具典型性和代表性。可以说，研究暴力犯攻击行为的产生和影响因素可以为减少其攻击

行为带来的社会危害提供启示，同时能有效弥补过往研究在被试选择上的不足，推动攻击

领域理论的发展，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1.1 攻击行为的情绪调节理论

情绪一直被视为影响攻击产生的重要因素(Anderson & Bushman, 2002；Buss & Perry, 

1992)。传统的自我控制(Self-regulation)理论认为，负性情绪下的个体自我控制能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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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羞成怒”下丧失理智产生攻击(Leith & Baumeister, 1996)。不过，根据攻击产生的原因和

目的，攻击可以被分为反应性攻击（或称冲动性攻击）和主动性攻击（或称预谋性攻击）

两类。前者是指个体在面对刺激或激惹时产生的丧失控制的攻击行为，后者则是个体有计

划、有意识、主动选择的攻击行为(Anderson & Bushman, 2002; Stanford et al., 2003)。自我控

制下降只能解释反应性/冲动性攻击的产生而无法解释主动性/预谋性攻击的形成。同时，

Chester(2017)提出，在攻击与情绪领域，正性和负性情绪是正交关系，而非同一维度的两

端，因此，在研究攻击与情绪关系时，我们应当对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分别进行研究。自

我控制理论只能解释负性情绪对攻击的影响而忽略了正性情绪的作用。情绪与攻击的关联

普遍且密切，我们应当寻找一些适用性更广的理论解释二者之间的关系(Bushman et al., 

2001)。情绪调节理论(Emotion Regulation)可以弥补这些不足，不仅关注到了负性情绪

(Bushman et al., 1999; Chester & DeWall, 2017)和反应性攻击(Carlsmith et al., 2008; Eadeh et al., 

2017)，还能够解释正性情绪的作用(Chester & DeWall, 2017)和主动性攻击(Chester et al., 

2019)的产生。该理论认为，情绪之所以会导致攻击行为产生，是因为处于负面情绪状态的

个体会产生情绪调节动机(Emotion Regulation Motive)(Larsen, 2000)，即期望调节当下的情

绪状态；攻击则被认为是一种可以调节情绪的手段(Bushman et al., 2001)。因此个体会出于

调节情绪的目的实施攻击(DeWall et al., 2016)。想要证实该理论，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

个体是否会出于调节情绪的目的实施攻击，二是攻击行为客观上是否起到了调节情绪的作

用(Chester & DeWall, 2017)。

1.2 情绪调节动机对攻击的影响

大量实证研究显示，个体的情绪调节动机是攻击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当面对挑衅时，

只有相信攻击可以调节情绪或自身具有高愤怒表达倾向的个体才会产生更多攻击行为

(Bushman et al., 1999; Chester & DeWall, 2017)；相反，如果个体相信攻击会使情绪状态恶

化，即使在负性情绪下，其攻击行为也不会增加，甚至会减少(Bushman et al., 2001)。这表

明，当下的负面情绪状态本身并不会必然导致攻击，对攻击后情绪的预期才是导致攻击的

真正原因(Baumeister et al., 2007; DeWall et al., 2016)。可以说，个体为了调节不良的情绪状

态而实施攻击，情绪调节动机在攻击行为产生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Chester & DeWall, 

2017)，这种作用可能超过了情绪本身对攻击的直接影响(Baumeister et al., 2007; DeWall et 

al., 2016)。

值得注意的是，对情绪调节的预期并不限于消除负性情绪，也包含获得正性情绪，这

体现了正性情绪在攻击形成中的作用(Chester, 2017)。近期关于施虐(Sadism)与攻击行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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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研究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Chester & DeWall, 2017; Chester et al., 2019)。施虐倾向是从他

人受到伤害的过程中体验到愉悦的一种倾向(Buckels et al., 2013)，相比于愉悦感本身，它更

强调对攻击行为带来的愉悦体验的预期(O'Meara et al., 2013)。Chester和 DeWall(2017)的研

究发现，负性情绪会使个体产生更多的攻击行为，施虐倾向在二者间起中介作用。这说明

负性情绪会提高个体通过攻击获取愉悦（即正性情绪）的倾向和预期，导致攻击行为的产

生。神经生物学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对报复行为的预期会激活纹状体(striatum)等与奖

赏和愉悦相关的脑区，表明攻击的实施者认为攻击是获得愉悦的有效方式(de Quervain et al., 

2004)。

1.3 攻击对情绪的实际调节作用

上述理论和研究表明，个体有通过攻击调节情绪的动机和预期，因而实施攻击行为。

但仅有动机和预期并不足以充分说明情绪调节理论的有效性，对攻击行为是否真的能调节

情绪进行验证同样重要(Chester & DeWall, 2017)。然而，以往的研究表明，攻击对情绪的影

响是较为复杂的，攻击未必能够调节情绪。尽管确有研究证实，受到社会排斥的个体在实

施攻击后，负性情绪显著降低(Chester & DeWall, 2017)。但另外的一些研究和理论得到了不

同或相反的结果：针对报复性攻击的研究结果发现，个体在实施报复后会产生负性情绪

(Carlsmith et al., 2008; Eadeh et al., 2017; Lambert et al., 2014)；在控制了攻击前的负性情绪

后，攻击大小与攻击后的负性情绪相关不显著，甚至存在正相关(Chester & DeWall, 2017); 

攻击是一种适应不良行为，这类行为常常会导致负性情绪的增加而非减少(Baumeister et al., 

2007)。这可能是由于攻击不受社会规范的允许和认同，攻击者会担心遭受不良的社会评价

甚至法律的惩罚。此外，报复性攻击可能使个体回忆被他人伤害的经历，导致负性情绪的

产生(Eadeh et al., 2017)。因此有研究者提出，尽管个体期望通过攻击调节情绪，结果却可

能恰恰相反(Chester et al., 2019)，攻击的情绪调节效果可能并不如个体预期的那样，反而可

能使个体产生更多的负性情绪。这与情绪调节理论似乎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攻击对正性情绪的影响则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这一矛盾。Bushman等(2001)认为，攻

击对情绪的调节更多体现在获得正性情绪而非一般认为的宣泄负性情绪，近期的一些研究

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点：攻击后个体负性情绪增加，但其正性情绪水平也会提升(Chester et 

al., 2019; Chester & DeWall, 2017; Carlsmith et al., 2008; Eadeh et al., 2017)。这便解释了为什

么攻击在增加负性情绪的同时，也会被当作调节情绪的手段。这也印证了 Chester(2017)的

观点：正性和负性情绪是正交关系，二者可能同时增加或减少。因此，在研究攻击的情绪

调节理论时，我们应当将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分开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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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不同攻击类型的差异

情绪调节理论既可以解释主动性攻击，也可以解释反应性攻击。但针对不同的攻击类

型，其机制可能有所不同，以往的研究没有很好地厘清这种差异。首先，一般认为，负性

情绪下个体更多产生的是反应性/冲动性攻击(Krizan & Johar, 2015)。但在正常人和暴力犯

中，负性情绪与反应性/冲动性攻击和主动性/预谋性攻击均存在正相关 (Raine et al., 2010; 

刘宇平 等, 2021)。第二，一些研究表明，攻击后产生的正性情绪可能更多体现在反应性/冲

动性攻击中(Gollwitzer et al., 2011；Eadeh et al., 2017)，近年来的神经生物学研究也支持这一

观点：反应性攻击比主动性攻击更能引发腹侧纹状体等奖赏系统的激活(Chester & Dewall, 

2016)。但是，个体为了获得愉悦而选择的攻击，是具有一定目的性的，更符合主动性/预

谋性攻击的定义 (Stanford et al., 2003)。同时，最新的研究表明，施虐与攻击行为的相关不

会受到攻击类型的调节 (Chester et al., 2019)，换言之，为了获取快感，个体既会实施反应

性/冲动性攻击，也会选择主动性/预谋性攻击。最后，有关攻击前后负性情绪变化的研究大

多关注的是反应性/冲动性攻击(Carlsmith et al., 2008; Eadeh et al., 2017)，或没有对攻击类型

做很好的区分(Chester & DeWall, 2017)。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攻击对负性情绪影响的争

议。仅在 Chester和 DeWall(2017)一文的两项子研究中，便前后出现了三种混合的结果：社

会排斥组个体实施攻击后负性情绪降低，无排斥组实施攻击后负性情绪无显著变化，而回

归分析显示，在控制了攻击前的负性情绪后，攻击大小能正向预测攻击后的负性情绪。值

得注意的是，在回归分析中，Chester和 Dewall(2017)并没有考察社会排斥的调节作用。

1.5 本研究

综上所述，情绪调节理论可以为攻击行为的产生提供解释，但现有的研究存在诸多争

议，这与以往研究没有很好地对情绪和攻击类型进行区分有关。本研究中，我们将正性情

绪和负性情绪当作正交关系，并将攻击也分为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分别进行讨论。

此外，以往的大多数研究是在大学生群体中开展的，攻击这种带有反社会倾向的行为在大

学生中并不典型，通过攻击获得愉悦的做法在大学生中也并不普遍，这大大降低了研究的

代表性和适用性，也限制了研究的现实意义(Chester et al., 2019)。暴力犯具有高攻击性、易

受负面情绪影响、对奖赏刺激格外敏感等特点，他们更容易受情绪的影响实施攻击行为，

攻击也更容易给其带来愉悦(Blair, 2013; Raine, 2018)。因此，本研究选取暴力犯为研究对象。

本文通过 2项研究，基于情绪调节理论解释情绪是如何导致攻击行为的。研究 1从预

期和动机的角度，考察个体是否会为了调节情绪而实施攻击？研究 2在研究 1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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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攻击行为对情绪的实际影响入手，考察攻击是否如个体预期的那样起到了调节情绪的作

用？根据前人的研究结果，我们提出如下假设：(1)情绪调节动机在负性情绪和攻击间起中

介作用；(2)暴力犯在实施攻击后，其情绪，尤其是正性情绪会产生变化；(3)针对不同的攻

击类型，上述结果可能存在差异，即攻击类型起到了调节作用。

2 研究 1：个体会为了调节情绪而攻击吗？

为探讨个体是否会以调节情绪为目的实施攻击，研究 1采用改编后的反应时竞争范式，

分别讨论情绪调节动机在正负性情绪与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间的中介作用。根据以往

研究的做法，将挑衅(provocation)条件下的攻击代表反应性攻击，非挑衅条件下的攻击则代

表主动性攻击(Chester et al., 2019)。

2.1研究方法

2.1.1 被试

在湖南省某监狱中根据如下标准选取被试：年龄 18～50岁之间，小学及以上文化，智

力正常、无阅读或书写障碍。罪名为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研究 1采取被试间设计, 被试

被随机分为反应性攻击和主动性攻击两组, 对两组被试在年龄、文化水平、原判刑期和已

服刑时间等基本信息进行匹配。共有 93名被试完成了实验, 反应性攻击组 47人, 主动性攻

击组 46人。其中 5名被试因质疑伪被试的存在或未完整完成实验流程被剔除, 有效被试 88

人，其中反应性攻击组 46人，主动性攻击组 42人。研究 1基于多元回归并在此基础上检

验中介效应。根据刘红云（2019）提出的观点，多元回归的样本量 N应大于等于(8/f²) + 

(k+1)，其中 k为自变量个数，f2取 0.15为中等效应量，计算出的最小样本量为 60。

2.1.2 工具

反社会人格障碍 采用人格诊断问卷-4 (Personality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 PDQ-4)的反

社会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ASPD)分量表测量被试的反社会人格障碍比例。

该量表包含 8个条目，其中第 8个条目包含 15个子条目，条目 8得分大于等于 3分且其余

7个条目得分大于等于 3分即符合反社会人格障碍标准(杨蕴萍等, 2002)。

敌意认知 对 Li等(2016)研究中采用的敌意归因量表进行改编，该问卷包含 5个条目，

采用 1～7点计分。题目包括“我感觉我的对手很友好”(反向计分)、“我觉得我的对手故意要

伤害我”、“我的对手对我非常蛮横”、“我的对手对我很有敌意”、“我的对手对我抱有偏见”。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单维度结构拟合良好，2/df=1.89，CFI=0.96, GFI=0.96, 

IFI=0.96, SRMR=0.05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1。上述结果共同说明该

ch
in

aX
iv

:2
02

11
0.

00
08

0v
1



自编问卷信效度良好。

正负性情绪 采用正性负性情绪量表(Positive affect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PANAS)测

量个体的正/负性情绪(Watson et al., 1988; 黄丽 等, 2003)。该量表包含 20个情绪词，正性

情绪和负性情绪各 10词。要求被试评估这些情绪词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其当下的心情。本研

究中，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88和 0.86。

情绪调节动机 研究 2采用自编问卷测量个体对调节情绪的动机。包含 4个条目：“接

下来，我要找地方宣泄愤怒”；“接下来，我要设法发泄心中的不满”；“接下来，用各种方

式回击对手会很不错”；“接下来，把伤害还给对手会让我感觉很好”，采取 1～7点计分。

本研究中其 Cronbach’s α为 0.86。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单维度结构拟合良好，

2/df=1.27, CFI=0.99, GFI=0.98, IFI=0.99, SRMR=0.02。上述结果共同说明该自编问卷具有良

好的信效度。

2.1.3 实验设计

刘宇平等(2021)对经典的反应时竞争任务进行了改编，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监狱的特

殊环境，研究 2采用了与之相同的方法，具体流程如下。

由主试一对一向被试解释指导语并指引被试完成每一环节的测试。首先，被试被告知

将与一名来自其他监区的匿名对手(事实上是伪被试)进行反应速度比赛，游戏分为 2阶段。

阶段 1结束后，系统会反馈游戏结果，且对手会对其进行评价。反应性攻击组中，被试被

告知在阶段 1失利，并收到“对手”的低评分(2分，满分 9分)以及负面评价，例如“没有见

过像你一样反应慢的人”；主动性攻击组中，被试被告知在阶段 1获胜，并收到对手的高评

分(8分，满分 9分)和正面评价，例如“表现不错”。

完成阶段 1后，被试根据当下的想法和体验填写敌意归因量表、正负性情绪问卷和情

绪改变动机问卷。之后进行阶段 2的游戏。被试将与上一阶段的对手再进行一轮比赛。回

合开始前，被试依次选择噪音的大小和持续时间以向对手施加噪音，数字 1～9代表

60～100dB的噪音大小(每 5dB一个水平，0表示不施加噪音)或 0.5～5s的持续时间(每 0.5s

一个水平)。对噪音大小和持续时间分别标准化后将标准分相加，作为攻击行为的量化指标

(杨晨晨 等, 2016)。

2.2结果

2.2.1差异性检验与操纵检验 

本研究中，88名被试有 46人符合 ASPD诊断标准，比例为 52.3%。如表 1所示，两

组被试在年龄、学历水平、原判刑期、服刑时间、上没有显著差异，主动性攻击组和反应

ch
in

aX
iv

:2
02

11
0.

00
08

0v
1



性攻击组的 ASPD检出率分别为和 57.14%和 47.83%，同样不存在显著差异(2=0.76, df=1, 

p=0.382)，表明两组被试的人口学变量匹配良好。与主动性攻击组相比，反应性攻击组被

试敌意认知和负性情绪得分更高，表明实验成功地操纵了反应性攻击组个体感知到的挑衅

和负性情绪，能够实现对两类攻击的区分。

表 1 反应性攻击组与主动性攻击组描述性统计及差异检验

变量 反应性攻击组 M±SD

n=46

主动性攻击组 M±SD

n=42

t p Cohen’d

年龄 36.02±5.57 35.60±6.25 0.34 0.736 0.07

学历水平 1.78±0.76 1.81±0.63 0.18 0.858 0.04

原判刑期(年) 19.16±7.65 18.71±8.25 0.26 0.793 0.06

服刑时间(年) 5.65±3.37 5.34±3.92 0.40 0.690 0.09

敌意认知 14.93±4.89 12.24±4.43 2.70 0.008 0.58

负性情绪 19.00±6.39 16.05±4.90 2.41 0.018 0.52

正性情绪 30.09±6.12 31.38±7.97 0.86 0.393 0.19

情绪调节动机 10.59±5.19 10.36±4.58 0.22 0.827 0.05

攻击行为 0.44±2.27 –0.48±1.34 2.27 0.026 0.49

注：学历水平 1=小学，2=初中，3=高中/职高，4=大学/大专及以上

2.2.2相关分析

正负性情绪、情绪调节动机和攻击行为的相关分析见表 2。首先，正性情绪和负性情

绪相关不显著，证实了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的确存在着正交关系，应当分开进行研究。负

性情绪、情绪调节动机和攻击行为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正性情绪与情绪调节动机和攻击行

为相关均不显著。

表 2 正负性情绪、情绪调节动机及攻击行为相关矩阵

1 2 3 4

1 负性情绪 —

2 正性情绪 0.14 —

3 情绪调节动机 0.68** 0.11 —

4 攻击行为 0.38** 0.11 0.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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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01.

2.2.3情绪调节动机的中介作用分析

我们检验了情绪调节动机在正性/负性情绪与攻击行为间的中介作用。首先采用 SPSS

中 process组件的模型 4检验情绪改变动机的中介作用，采用 Bootstrap 法进行效应量显著

性的检验，自抽样次数为 5000。结果显示，以负性情绪为自变量，正性情绪为控制变量时，

中介效应显著(β=0.32, SE=0.11, 95%CI[0.1091, 0.5518])，但直接效应不显著(β=0.04, SE=0.13, 

95%CI[–0.2076, 0.2966])，中介效应量占比为 88.89%。以正性情绪为自变量（负性情绪为

控制变量）时，中介效应不显著(β=0.01, SE=0.04, 95%CI[–0.8021, 0.1002])，直接效应也不

显著(β=0.05, SE=0.09, 95%CI[–0.1359, 0.2384])。详细结果见图 1。最后，使用 Amos23.0

对图 1所示的模型进行多群组分析，检验在反应性攻击组和主动性攻击组中上述中介模型

的差异。结果表明，在反应性攻击和主动性攻击组中，上述模型不存在显著差异(Δ2=3.51, 

Δdf=5, p=0.622)，所有路径系数的差异临近比值(Critical Ratios for Differences between 

Parameters)也均小于 1.96的临界值(ps<1.07)，表明攻击类型对上述模型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图 1 情绪调节动机在正负性情绪与攻击间的中介作用模型图

注：**p<0.01。 

2.3 讨论

本研究的被试中，ASPD的占比高达 52.3%，远超过正常人群中的 0.2%～3.3%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 2013)，也高于一般罪犯群体中的 32.8% (蒋奖，许

燕, 2007)，表明本研究选取的暴力犯被试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典型性。研究 1结果表明，

负性情绪会使得个体产生调节情绪的动机，并引发攻击行为；正性情绪本身则不会影响攻

击行为，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Chester & DeWall, 2017)。攻击类型对上述过程不存在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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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作用，意味着处于负性情绪状态的个体会将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都当作调节情绪的

手段。

3 研究 2：攻击能够调节情绪吗？

研究 1的结果表明，处于负性情绪下的个体会出于调节情绪的目的实施攻击行为，在

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情绪调节理论的有效性。然而，这样的结果还不能完全证实情绪调节理

论。个体实施攻击后，其情绪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攻击是否真的如他们预期的那样能够调

节情绪呢？此外，以往观点认为，攻击对情绪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获得正性情绪而非减

少负性情绪(Bushman et al., 2001; Chester，2017)。研究 1未涉及攻击后的情绪变化，也便很

难突显正性情绪的作用。因此，研究 2将在研究 1基础上，从另一角度验证情绪调节理论，

并厘清正性情绪在攻击产生过程中的作用。

3.1研究方法

3.1.1 被试

研究 2的被试与研究 1相同，有效被试为 88人。采用 GPower对 2（组内变量）

×2（组间变量）的混合设计进行样本量计算，统计功效 power=0.8，效应量设为 f=0.25的

中等效应量，计算出的最小样本量为 N=66。

3.1.2实验设计

研究 2是在研究 1的基础上完成的，被试在完成研究 1中的竞争反应时任务后，紧接

着被要求再次填写正性负性情绪量表，以测量其在实施攻击行为后的情绪状态。我们通过

比较攻击前后个体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的变化，探讨攻击行为对情绪的影响。采取 2×2的

混合设计，将攻击前和攻击后作为组内变量，攻击类型为组间变量，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

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考察个体攻击前后的正性/负性情绪变化。接下

来，为进一步确认情绪的变化的确是由攻击行为而非实验过程中其他因素（例如情绪会随

时间变化而消退）导致。我们使用 spss23.0中 process组件的模型 1，将攻击大小作为自变

量，攻击后的情绪为因变量，攻击前的情绪为控制变量，组别为调节变量检验在反应性攻

击和主动性攻击条件下攻击大小对攻击后正负性情绪的预测作用。

3.2 结果

攻击后个体的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相关不显著(r=0.03, p=0.773)，这再次印证了正负性

情绪是正交关系的观点(Chester, 2017)，为后续将正负性情绪分开进行分析提供了基础和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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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攻击行为对正性情绪的作用

首先，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攻击前/后的主效应显著，F(1, 86)=4.49, p=0.037, 

偏 η2 = 0.05，攻击后正性情绪(M =31.67, SD =7.39)相比于攻击前(M =30.70, SD =7.05)显著提

高；攻击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1, 86)=0.55, p=0.459, 偏 η2 = 0.01；二者的交互作用不显

著，F(1, 86)=0.19, p=0.669, 偏 η2<0.01(详见图 2)。

Process模型 1的结果表明，攻击类型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β=0.07，SE=0.07，t=0.95，p=0.346)，攻击大小对攻击后正性情绪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β=0.16，SE=0.06，t=2.67，p=0.009)。

3.2.2 攻击行为对负性情绪的作用

采用相同的方法检验攻击对负性情绪的影响。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攻击前/后

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86)=0.92, p=0.339, 偏 η2 = 0.01；攻击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86)

=0.79, p=0.375, 偏 η2 = 0.01；但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86)=14.44, p<0.001, 偏 η2 = 0.14。

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反应性攻击组中，攻击后负性情绪(M =17.61, SD =5.96)显著低于攻

击前(M =19.00, SD =6.39)，F(1, 86)=4.22, p=0.043, 偏 η2 = 0.05；主动性攻击组中，攻击后

负性情绪(M =18.38, SD =7.21)显著高于攻击前(M =16.05, SD =4.90)，F(1, 86)=10.84, p=0.001, 

偏 η2 = 0.11(详见图 3)。

为进一步确认 Process模型 1的结果显示，攻击类型的调节作用显著(β=–

0.34，SE=0.08，t=4.22，p=0.001)。简单斜率分析表明，控制了前测负性情绪后，反应性攻

击组中，攻击大小对攻击后的负性情绪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

0.20，SE=0.07，t=2.18，p=0.034)；主动性攻击组中，攻击大小则可以正向预测攻击后的负

性情绪(β=0.33，SE=0.17，t=3.01，p=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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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反应性攻击组和主动性攻击组个体攻击前后正性情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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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反应性攻击组和主动性攻击组个体攻击前后负性情绪变化

3.3讨论

研究 2的结果表明，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都会伴随着个体正性情绪的提升。攻击

对负性情绪的影响则受到攻击类型的调节。反应性攻击后，个体的负性情绪会降低；主动

性攻击后其负性情绪则会增加。这说明反应性攻击不仅伴随着快感的获得，还可能起到宣

泄负性情绪的作用，更能实现情绪调节；主动性攻击则更像一把“双刃剑”，尽管同样可能

带来快感，但也伴随着负性情绪的进一步恶化。这说明攻击对情绪的确存在一定的调节作

用，但针对不同的攻击类型和情绪类型，这种调节作用会有所不同。这样的结果也印证了

攻击对情绪的调节更多体现在帮助个体获得正性情绪(Bushman et al., 2001)，突出了正性情

绪在攻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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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讨论

本文通过 2项研究探讨了情绪调节动机在攻击行为产生中的作用以及攻击行为对调节

情绪的实际效果。本文以暴力犯这一典型的高攻击群体为被试，较好地弥补了以往研究大

多以大学生为被试的局限，验证了情绪调节理论在解释攻击行为产生过程中的有效性，并

提高了其生态效度，同时突出了情绪调节理论在暴力犯群体中的特异性。在暴力犯群体中，

负性情绪是攻击产生的重要因素，负性情绪下的个体会期望通过攻击行为调节自身的情绪

状态，进而引发攻击行为。从攻击结果来看，如攻击者期望的那样，攻击的确对情绪有调

节作用，实施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都会伴随着正性情绪的提升。这提示我们，尽管正

性情绪本身不会引发攻击行为(Chester & DeWall, 2017)，但攻击带来的愉悦体验可能是诱发

攻击的重要因素(Chester, 2017)。负性情绪方面，反应性攻击伴随着负性情绪的降低；主动

性攻击后负性情绪则有所上升。攻击对负性情绪的影响存在着争议，这与以往研究没有对

攻击类型进行明确区分有关(Carlsmith et al., 2008; Eadeh et al., 2017; Chester & DeWall, 2017)，

本研究的结果有助于厘清这种争议。

4.1情绪调节动机的中介作用

调节不良的情绪状态是一种重要的适应性心理功能(Larsen, 2000)。长期以来，公众、

媒体甚至专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将攻击视作宣泄和调节情绪的手段(Bushman et al., 2001)。例

如，许多心理机构会设置打沙袋或宣泄墙来帮助来访者宣泄情绪(詹鋆 等, 2020)，这些行为

属于替代性攻击(displaced aggression)范畴；文学作品也常常设置复仇的桥段来取悦读者。

这与本研究和以往一些研究的结果一致，负面情绪状态下的个体会期望通过攻击调节情绪，

进而实施攻击行为(Bushman et al., 1999, 2001)。有研究者提出，这种对情绪的预期在攻击行

为的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其作用可能比当前的情绪本身更为重要(Baumeister et al., 2007; 

DeWall et al., 2016)。研究 1中，情绪调节动机在负性情绪和攻击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

很好地证实了上述观点。

研究 1中，攻击类型对中介模型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这样的结果表明，个体为了调节

情绪会选择主动性/预谋性攻击也会选择反应性/冲动性攻击。这与 Chester等(2019)的研究

结果一致，施虐人格(一种通过伤害他人获取快感的人格倾向)与指向挑衅者和无辜者的攻

击都存在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不仅是针对挑衅者的反应性攻击，指向无辜者的主动性攻击

也会让个体有获得愉悦的预期(Buckels et al., 2013)。暴力犯等反社会人群具有高感觉寻求

(刘宇平 等, 2019)和施虐倾向(Buckels et al., 2013)，使其更可能为了获取刺激和愉悦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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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他人。这样的结果也更加符合暴力犯的人格和行为特点。

4.2 攻击前后的情绪变化

个体期望用攻击调节情绪，从结果来看，攻击真的起到调节情绪的作用了吗？研究 2

的结果表明，攻击对情绪的调节作用的确存在。具体来说，主动性和反应性攻击后暴力犯

的正性情绪都有所上升，实施反应性攻击之后，其负性情绪会有所下降；但实施主动性攻

击之后，负性情绪会进一步提高。此外，我们在控制了前测情绪的情况下，检验了攻击行

为对后测情绪的预测作用，得到了相同的结论。这样的做法能够有效地排除其他因素（如

负性情绪向均值回归、正性情绪是随着时间自然变化的结果等）的解释，而证明情绪的变

化确由攻击行为引发。一方面，攻击的确给个体带来了正性情绪。个体实施攻击后正性情

绪显著增加，在控制了攻击前正性情绪后，攻击的大小对攻击后正性情绪有显著的正向预

测作用。这进一步证实了 Chester(2017)的观点，正性情绪尽管不会直接影响攻击行为，但

攻击产生的快感可能会驱使个体实施攻击行为。以往在正常人和大学生被试中的研究结果

强调的都是报复性或反应性攻击带来的快感(Carlsmith et al., 2008; de Quervain et al., 2004; 

Eadeh et al., 2017)，神经生物学研究也表明，受到挑衅后的反应性攻击更能引发奖赏系统的

激活(Chester & DeWall, 2016)。而研究 2发现，攻击带来的正性情绪并不受攻击类型的调

节，暴力犯的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都能够给其带来愉悦。得到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

许多给人带来愉悦的娱乐活动都带有主动性攻击的性质，例如打猎(Weierstall & Elbert, 

2011)。加上暴力犯代表的反社会人群对奖赏更为敏感，负责奖赏的脑区(如纹状体)比常人

更加活跃(Blair, 2013; Raine, 2018)，因此更容易从各类攻击行为中获得愉悦感。

另一方面，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攻击对负性情绪的影响相对复杂(Chester & DeWall, 

2017)。研究 2中对攻击类型的调节作用的检验有助于厘清这一复杂的关系。具体来说，实

施反应性攻击之后，个体的负性情绪会有所下降；但实施主动性攻击之后，负性情绪会进

一步提高。关于攻击是否会带来负性情绪一直存在着争议，以往在正常人群的研究中，攻

击虽然被视为是一种“宣泄”的手段(Bushman et al., 1999, 2001)，但它作为一种适应不良行为，

也很容易引发个体的负性情绪(Baumeister et al., 2007)，这可能是由于攻击的实施者会对道

德谴责甚至法律惩罚产生焦虑和畏惧或对被害者感到愧疚，使得个体实施主动性攻击后负

性情绪增加。研究 2结果表明，尽管暴力犯为代表的反社会人群具有高攻击信念、冷酷无

情、缺乏懊悔心、无法对被害者的痛苦感同身受等特点(APA, 2013)，但与正常人相似，主

动性攻击依然会增加其负性情绪。不同的是，在受到他人挑衅之后，暴力犯的反应性攻击

更多起到的是宣泄作用而不会增加负性情绪。这可能是由于暴力犯具有较高的道德推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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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riakidis, 2008)和攻击信念(关慕桢等,2010)，他们倾向于认为给施加挑衅的人一些教训是

合理的，被报复者是“罪有应得”，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非适应性的，因而不会伴随负性情

绪的产生。

4.3 情绪调节理论解释攻击行为的产生及其非适应性

本研究基于情绪调节理论解释了情绪在攻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当个体处于负面的情

绪状态时，会将攻击作为调节情绪的手段，期望通过攻击行为调节情绪(Bushman et al., 

2001；DeWall et al., 2016)。这种情绪调节动机既会驱使个体实施反应性攻击，也会增加其

主动性攻击。从结果来看，尽管不同的攻击类型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总体来看，攻击行为

客观上能够起到调节情绪的作用。但与消极状态缓解模型(negative state relief model)认为的

个体通过实施亲社会行为来消除负面情绪状态(Cialdini et al., 1981)不同，使用攻击等反社会

行为调节情绪的方式具有明显的非适应性。 首先，攻击的反社会性质决定了为谋取自身的

利益和快感而实施的攻击行为，其本身就与道德和法律等社会规范相违背。同时，这样的

做法会反过来增加攻击行为，使个体形成高攻击的反社会行为模式。一方面，在实施攻击

后，反应性攻击能如个体预期的那样调节情绪，使个体正性情绪增加，获得快感，并降低

负性情绪。长此以往，攻击行为可能会受到强化，个体会产生对攻击行为的依赖，形成一

种“亲攻击”的行为模式。另一方面，主动性攻击可以给个体带来正性情绪的同时，也伴随

着负性情绪的增加。但这可能并不能减少以暴力犯为代表的反社会人群的攻击行为。反社

会人格障碍患者具有奖赏偏好的认知特点，对于奖赏等正反馈信息更为敏感，而常常忽略

惩罚等负面信息(Raine, 2018)。因此，攻击带来的负性情绪很难阻碍其为了寻求快感而实施

攻击。相反，负性情绪的提升会继续驱使个体实施攻击，因为研究 1的结果和以往的研究

都表明，负性情绪会增加攻击行为(Anderson & Bushman, 2002; Bushman et al., 1999; Leith & 

Baumeister, 1996)。更为重要的是，攻击能增加正性情绪的同时，攻击对情绪的调节作用可

能只是暂时的，相比于攻击的负面作用，攻击带来的快感持续时间相对较短。Chester等

(2019)的研究结果发现：攻击后产生的快感很快会被情感上的不适取代，个体期望通过攻

击调节情绪，但结果却可能适得其反。可以说，采用攻击行为调节情绪的做法无异于“饮鸩

止渴”。更为极端的情况下，个体为了寻求攻击带来的快感，会主动实施攻击行为。同时为

了避免攻击带来的负性情绪，会有意无意对他人的行为做敌意归因，甚至主动寻求挑衅，

为自己的攻击行为寻求合理化解释(Chester & DeWall, 2017)。

综上所述，攻击在客观上能够起到调节情绪的作用，这也从情绪调节理论的角度解释

了攻击行为的产生原因。但这种调节手段具有非适应性，对个体和社会都存在着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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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应当设法降低个体采取攻击调节情绪的倾向以减少攻击行为的产生及其危害。

4.4 启示、不足与展望

本文发现，个体在负性情绪下会将攻击行为当作调节情绪的方式。研究表明，如果个

体认为攻击对情绪没有调节作用，甚至会让情绪变差，其攻击行为会显著减少(Bushman et 

al., 2001)。这启示我们在对攻击进行预防干预时，可以帮助个体建立“攻击不是调节情绪的

合理手段”的信念，并帮助其习得一些合理的情绪调节方法，例如正念冥想(Denson, 2015)

或实施亲社会行为(Cialdini et al., 1981)。

攻击可以给个体带来快感，引发奖赏环路的激活，但也会带来负面情绪体验，并对人

际、社会功能有损害作用，这与成瘾行为有很多相似之处 (APA，2013; Yucens & Uzer, 

2018)。这可能为成瘾与攻击行为的关联(Allen et al., 1997)提供了新的解释。今后的研究可

以关注攻击与成瘾行为的关联与共同点，借鉴成瘾领域的经验为攻击行为的机制、预防及

干预提供启示(Chester & DeWall, 2017)。

本文的结果证实了詹鋆等人(2020)提出的观点，在心理治疗过程中应当谨慎使用“宣泄”

疗法，在监狱环境下更是如此。个体通过击打“沙袋”、“人形宣泄柱”等方式进行宣泄，其过

程类似于替代性攻击。研究表明，此类的宣泄活动不仅不会降低个体的愤怒、敌意等负性

情绪，还会增加其后续的攻击性(Bushman et al., 1999, 2001; Parlamis, 2012)，这与本文的研

究结果基本一致。此外，攻击带来的快感会使攻击行为得到强化，可能使个体将宣泄时的

行为模式迁移到现实生活中，导致攻击性增强。因此，在心理治疗和司法实践过程中，我

们应当意识到“宣泄”疗法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不可随意将攻击行为作为调节情绪的工具

和手段。

本文存在着一些局限。首先，研究仅对情绪的效价进行了区分，事实上情绪与攻击的

关联可能还与唤醒度有关。对于低唤醒度的正性情绪，如放松、平静等，它们与攻击的关

联并不显著(Chester, 2017)。第二，本研究只关注了攻击前和攻击后的情绪，事实上，攻击

过程中的情绪对预测攻击行为同样重要(Chester et al., 2019)。但自评工具很难对三个阶段的

情绪做清晰准确的区分，今后的研究可以通过实时采集的生物学指标，利用情感计算等技

术对个体情绪进行实时的测量以更好地厘清攻击前后个体的情绪变化过程。第三，通过攻

击获得资源、地位或金钱是个体实施攻击行为的重要目的(Runions et al., 2018)，也与正性情

绪为代表的奖赏和快感有密切关联，失败则会导致负性情绪的产生。因此，本研究中涉及

的游戏胜负和尚未涉及的金钱、物质利益都可能影响攻击与情绪的关联。今后可以将这些

因素纳入研究中，以进一步厘清攻击与情绪之间的关联。最后，本研究在统计上存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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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例如，研究一的调节变量与自变量和因变量存在一定的相关，不完全符合理想的调

节变量的要求（温忠麟等，2005）；研究二中的攻击是被试自己选择而非通过操纵完成的，

从本质上来说不能完全说明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类似的问题在攻击对其他变量影响的研

究中同样存在（张丽华，苗丽，2019），未来的研究应当寻找新的范式操纵改变个体的攻击

行为以获得更为准确的因果关系。

5 结论

本文通过 2项研究对情绪在暴力犯攻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在暴力犯群体

中验证了情绪调节理论的同时，增加了该理论的生态效度。

（1）暴力犯在负性情绪状态下会产生攻击行为，情绪调节动机在二者间起中介作用。

（2）攻击对暴力犯情绪的调节作用具有两面性，尽管攻击可能伴随着正性情绪的升高，

但负性情绪可能也会随之升高，形成恶性循环。

（3）反应性攻击后会伴随着正性情绪的升高和负性情绪的下降；而主动性攻击后正性情

绪和负性情绪均会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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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emotion shape aggressive behavior of violent offenders? An 

explanation based on emotion regulation theory
LIU Yuping1, ZHOU Bingtao2, YANG Bo2

(1 School of Criminal Justic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2 School of Sociology,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Emotion is considered to b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aggressive behavior. 

According to emotion regulation theory, distressed people hope to improve their 

moods，and the motivation to use aggression to improve mood will increase aggressive 

behavior. In other words, the expectation of emotion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generation of aggressive behavior. Previous theories and studies mostly focused on the 

role of negative emotions such as anger in aggressive behavior. Recently, some 

researchers believe that positive affect plays an equally important role in aggression. 

Also， negative and positive affect are orthogonal, they should be studied separately.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the purpose of aggression, it is often divided into premedit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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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active aggression and impulsive/reactive aggression, the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subtypes may exist differences. Finally, most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used college 

students as participants, and the external validity is limited. The present study based on 

emotion regulation theory, selected violent offenders as participant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negative/positive affect in proactive and reactive aggression with 2 studies.

In study 1, we recruited 88 violent offenders for scenario–based experiment.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reactive aggression group (n = 46) and a 

proactive aggression group (n = 42) in the adapted reaction time competition paradigm 

(Taylor Aggression Paradigm). Participants finished the first stage to manipulate types 

of aggression. Participants were told to compete with another participant (a fake 

participant) in racing the speed of reactions. In the reactive aggression group, 

participants lost the game and received negative feedback from their rivals; in the 

proactive aggression group, participants won the game and received positive feedback 

from their rivals. Then, they completed the Positive Affect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PANAS) and the questionnaire of emotion regulation motive. Finally, they finished 

the second stage in which they could send their rivals’ noises, which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aggressive indicator. Model 4 of Process was used to test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otion regulation motive between negative/positive affect and aggression. 

Participants finished PANAS after second stage for study 2. Repeated measures 

ANOVA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used to test the change of emotion before and 

after aggression.

Study 1 showed that the motivation to improve mood played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negative emotion and proactive/reactive aggression, but the effect was not 

significant for positive emotion. Study 2 showed that positive emotions would increase 

after proactive and reactive aggression; reactive aggression could reduce negative 

emotions, while proactive aggression could increase negative emotion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an be obtained from the two experiments: (1) In the 

negative emotions, violent offenders hope to improve their mood by conducting 

aggressive behavior. (2) Proactive and reactive aggression can increase the positive 

emotions of violent offenders, indicating that aggression can produce pleasu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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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tive aggression can reduce the negative emotions; proactive aggression can 

increase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violent criminals. The present study illust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 especially positive emotion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in 

violent offenders. Aggression can produce pleasure, but it may also increase negative 

emotions, which in turn increases aggressive behavior, forming a feedback loop, which 

reflects the non-adaptive of aggressive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 In 

practice, especially in prison, we should help individuals to learn a reasonable way to 

regulate their emotions，such as mindfulness. 

Key words emotion regulation theory, negative affect, positive affect, aggressive behavior, violent 

offe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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